
论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诗史互证的
经学特点及其成因
———兼论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

于淑娟

　　提要：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以 诗 史 互 证 为 治 经 方 法，注 重 以 史 解 诗，借 史 论 阐 明 诗 旨，将 史 料

与诗篇相对证，以诗篇明辩史料 之 误，从 而 形 成 了 详 审 精 切 的 学 术 特 点。但 同 时 吕 氏 也 因 过 于

信赖《诗序》而指摘史料与诗篇不合，质疑甚至误读史料。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这一经学特点的形

成，既有汉儒经学传统、二程学术理路以及家学渊源的影响，也深受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影

响。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州学人承袭 并 发 展 了 传 统 诗 学，成 为 平 衡 宋 代 诗 学 的 另 一 股 力 量，使 之

不致因一味疑经改经而走向极端，同时为后世《诗经》研究的全面发展存续了生机。

关键词：　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　　诗史　　互证　　婺学

作者于淑娟，女，１９７４年 生，文 学 博 士，浙 江 师 范 大 学 江 南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副 教 授。（金 华　
３２１００４）

　　有宋一代，《诗经》研究处于兴盛时期，欧阳修、王 安 石、苏 辙、郑 樵、王 质、程 大 昌、朱 熹 等 皆 有 专

著。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（以下简称《吕诗》）是吕祖谦经学研究的力作，甫一付梓，即因其广收博采、持

论公允而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，被认为“《诗》学之详正，未有逾于此书者。”①朱熹以为其书“兼总众说，

巨细不遗，挈领提纲，首尾该贯，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”②，此评骘诚然精慎公允。但《吕诗》的经学成就

及价值并不仅仅因其采摭颇广，兼总众说，更重要的是依据史料、文献及《诗经》文本，审定众说，明辨

诗旨，形成了诗史互证的学术特点。

一

吕祖谦一向重视史学，并认为六经皆史：“看《诗》即是史，史乃是事实”③，将经史之学作一体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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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思想在《吕诗》中体现为大量运用史事解诗，借史论说诗。《吕诗》全文共称引《史记》２８次，《左传》

１１０次，《国语》２４次。这些援引除章句训诂之用外，大多是借重史料、史论，阐发诗旨，少部分则是以

《诗》匡正史书。《吕诗》对史书并非一味照搬照录，而是结合史实与诗篇，作更精审的辨析，既据史料

阐发诗旨，也据诗篇质疑史料之谬误，从而形成了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。

（一）以史解诗，注重本事

《吕诗》对《诗序》之说承袭居多，《诗序》因其篇幅所限，对史事的记述显然过于简略，因而《吕诗》

往往借助史料，对《诗序》所记本事详加解说。因《吕诗》是集释注疏性质的著作，故多引用以史料解说

为主的诸家之论发明诗旨。如对《秦风·小戎》一诗的解说，即引李樗之注，对《诗序》中的“美襄公”之

说加以阐发：

　　李氏曰：“《史记》：秦 仲 诛 西 戎，西 戎 杀 之。宣 王 召 其 子 庄 公，与 兵 七 千 人，使 伐 西 戎，破 之。

至杀幽王骊山下。襄公将兵救周，有功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。十二年伐戎，至岐而卒。”①

《吕诗》独选李樗之 说，看 重 的 是 援 引 史 实 解 说《诗 序》。这 类 例 子 在《吕 诗》中 俯 拾 皆 是，如《唐

风·葛生》用孔颖达说，以《左传》解诗；《唐风·扬之水》引朱熹之说，以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解诗；《鄘风·

载驰》用朱熹说，以《春秋》解诗。所见甚夥，兹不赘举。

以史事解说《诗序》所论诗旨，在《吕诗》当中比比皆是，这体现了《吕诗》中最根本的宗经重史的治

诗原则。

（二）结合史料、史论，阐发诗旨

《吕诗》善于利用史料解说诗旨，同时也借重史书对史事的评说，将史料与史论相结合，对诗篇经

义加以阐发。如《邶风·二子乘舟》一诗，《吕氏》称引《诗序》、《毛诗》，认为此诗所写乃卫宣公之妻谋

害公子伋本事：

　　《毛诗》曰：“宣公为伋取齐女而美，公夺之，生寿及朔。朔与其母愬伋于公。公令伋之齐，使

贼先待于隘而杀之。寿知之，以告伋，使去之。伋曰：‘君命也，不可以逃。’寿窃其节而先往，贼杀

之。伋至，曰：‘君命杀我，寿有何罪！’贼又杀之。”②

《毛诗》此说本于《左传·桓公十六年》，所记情节与言语大致相同。此史料也与《诗序》吻合：“思

伋、寿也。卫宣公之二子，争相为死，国人伤而思之，作是诗也。”③吕氏据《毛诗》所述史事说诗，结尾处

又引《史记》评说诗旨：

　　《史记·卫世家》太史公曰：“余读世家，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妇见诛，弟寿争死以相让，此与晋

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，俱恶伤父之志。然卒死亡，何其悲也！或父子相杀，兄弟相戮，亦独

何哉？④

吕祖谦援引史迁之论代为抒怀，不着一语而见解全出，足见《吕诗》以史治诗的高妙。史论不同于

史事，史论作为观点并非独一无二，完全可以由作者自行阐说。不直抒议论而称引史料史论，充分体

现了《吕诗》对史学的倚重。《吕诗》中这类解说还见于《诗大序》、《小雅·六月》、《小雅·小弁》等。

（三）诗史互证，审明诗旨

《吕诗》在体例上首列《诗序》，其尊序、存序之义不言而喻。但如果尽 信《诗 序》而 无 思 辨，则《吕

诗》何以能称得上“考正亡逸，稽覆异同”⑤？在对《诗序》的考证中，《吕诗》一方面依照诗篇内容，佐以

前贤之论，另一方面则据史料详加审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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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雅·公刘》篇《郑笺》：“公刘者，后稷之曾孙也。夏之始衰，见迫逐，迁于豳而有居民之道。”①吕

氏有按语如下：

　　毛、郑以公刘居于邰，而遭夏人乱，辟难迁于豳。且以为在邰有疆场积仓，为夏人迫逐，乃弃

而去。考之是章，意象整暇，不见迫逐之事。以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参之，盖自不窋已窜于西戎，至公

刘而复兴疆场积仓，内治既备，然后裹粮治兵，拓大境土，而迁都于豳焉。国都虽迁，向之疆场积

仓固在其封内也。②

《吕诗》多推重毛、郑之说，但此处却称引朱熹之说，认为公刘在国家既富且强后，“思以辑和其人

民，而光显其国家。于 是 以 其 弓 矢 斧 钺 之 备，爰 始 启 行，而 迁 国 于 豳 焉”③。朱 说 显 然 以 诗 篇 内 容 为

据，《吕诗》在此基础上更细论诗篇首章内容，认为公刘准备考察迁居地时，准备充分，好整以暇，不应

是因迫逐而避难之象。此外更称引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，力证毛、郑 之 说 与 史 料 不 合，当 为 谬 误。相 比 之

下，《吕诗》比朱熹之说更为详审严密。

吕氏依诗篇内容，证之以史料文献，明辨毛、郑诗说之误，驳正诗旨，体现出诗史互证的经学价值。

（四）依诗立义，以诗正史

《吕诗》多称引史料解诗，但并非一味盲从史书，而是能够经史参证，对史书中的舛错抵牾作精切

之辨。如《大雅·抑》诗旨，《诗序》认为：“《抑》，卫武公刺厉王，亦以自警也。”④ 吕氏并未依从《诗序》，

而是依诗立义，指出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之不可依据：

　　《史记》载武 公 以 宣 王 三 十 六 年 即 位。《国 语》亦 称 武 公 年 九 十 五，作《懿》以 自 儆。韦 昭 谓

《懿》即《抑》也。说者遂以为此诗乃追刺厉王。今考其文，如曰“在于今，兴迷乱于政”；曰“匪手携

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”；曰：“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”，夫岂追刺之语乎？《史记》、《国

语》殆未可据，一以诗为正可也。⑤

《吕诗》以尊序重史著称，但此诗中却既未宥于《诗序》所论，也未因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所言而盲从，而

是征引诗句，以诗篇内容解说诗旨，认为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所载皆不可信，更应重视诗篇内容。

《吕诗》中这类解诗虽然较少，却体现了诗史互证中审慎求真的治学态度。

（五）《诗序》为本，史料为辅

《吕诗》最重要的解诗依据是《诗序》，在史料与《诗序》相抵牾时，则舍史而信序。如《鄘风·柏舟》

一诗，《诗序》与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所载颇有出入。《诗序》言“卫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义”，《吕诗》引《国

语》、《史记》提出质疑：

　　武公在位五十五年，《国语》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，犹箴儆于国，计其初即位，其齿盖已四十余

矣。使果弑共伯而篡立，则共伯见弑之时，其齿又加长于武公，安得谓之蚤死乎？髦者，子事父母

之饰，诸侯既小敛则脱之。《史记》谓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杀，则是时共伯既脱髦矣，诗安得犹谓之

‘髧彼两髦’乎？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，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。⑥

细读《吕诗》这段论证，吕氏提出的对《史记》的质疑，依据的无非是《诗序》中所言“共伯蚤死”，而

《柏舟》一诗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少年，以此来驳斥史书所记卫武公弑共伯之事。其实如果不是先入为

主地以《诗序》为本，将《柏舟》一诗本事系定于共伯，则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之记载并无抵牾之处。甚至可

以据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所记，判定《诗序》以共伯之事强系于诗篇《鄘风·柏舟》，亦即朱熹所论“质之《史

记》、《国语》，然后知《诗序》之果不足信”⑦的实证。吕氏此说体现了以《诗序》为本、史书为辅的治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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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，也暴露了《吕诗》经史互证的局限性。

综上，《吕诗》注重以史解诗，借史论阐明诗旨，将史料与诗篇对证，以诗篇明辩史料之误，形成了

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。《吕诗》大部分诗说称得上详审精切，但《吕诗》也因过分依从《诗序》而存在误

读乃至曲说史料的学术缺憾。

二

众所周知，吕祖谦史学造诣精深。《吕诗》多以史料、史论解诗，当然与吕祖谦偏好史学相关，学者

多有论及，本文不再赘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吕诗》经史互证的经学特点与汉儒经学传统、二程学术以

及家学渊源都有密切关联。

（一）承传《诗经》汉学

周中孚评《吕诗》：“盖其书宗《序》及毛、郑之说，好古学者多尊之。”①这是对《吕诗》学术渊源及影

响的概说。吕氏诗学与诗经汉学一脉相承，其诗史互证的特点与《诗序》、《毛传》等诗经汉学著作渊源

颇深。

《诗序》以史证诗、以诗系时的特点非常明显。如《邶风》共１９篇诗歌，除《凯风》、《谷风》、《简兮》、

《泉水》、《北门》外，其余１４篇皆有相对应的史事以解说诗旨。此外，《诗序》更以诗系时，以时代顺序

排列诗篇。如《卫风》以武公、庄公、宣公的次序排列解诗，《秦风》以襄公、穆公、康公的次序排列解诗，

并以史实系于诗篇。《吕诗》以尊序为经学立场，每篇诗歌前皆保留《诗序》，且对《诗序》所 言 大 多 依

从，三百零五篇中只有《周南·葛覃》、《召南·鹊巢》、《卫风·氓》、《卫风·伯兮》、《齐风·东方之日》

等１７篇诗歌的解说与《诗序》相左，不到全书的６％。这意味着《吕诗》几乎全盘继承了《诗序》的观点。

《吕诗》宗毛申郑，《毛诗》虽以故训为主，但在对诗篇的解说中，亦多见以史说诗之例。如《周南·

汉广》、《召南·甘棠》、《邶风·绿衣》、《鄘风·柏舟》、《小雅·常棣》、《大雅·文王》、《周颂·清 庙》、

《鲁颂·駉》、《商颂·玄鸟》等等，风雅颂中皆有以史实解说诗旨之例。郑玄的《毛诗传笺》继承发展了

这一特点，对今文诗学也有采纳。此外，郑玄又依据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年表，解说《诗经》各部分在历史上

的世代源流、地域变迁等，按世次编成《诗谱》，体现出更系统的以史解诗的治学理路。

汉魏以降，治《诗经》者参以《诗序》，或宗毛、或申郑，多强调两家的异同正误，但对两家相同的以

史解诗的治经观念与方法并无异议。如魏晋时期诗学大家王肃即以申毛难郑而著称，但就其现存《玉

函山房辑佚书》中的《毛诗王氏注》四卷来看，王肃对郑玄诗学以史解诗的特点并无攻讦。而申郑者如

王基、孙炎、马昭、陈统等人，对毛诗、郑笺及《诗序》中以史解诗之法亦未加指摘。南北朝时期并无重

要的诗学发展，且所有著作皆散佚，存世文献中也未见对汉儒以史解诗治经方法的驳论。唐代孔颖达

的《毛诗正义》是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，保存了唐前珍贵的诗经学文献，对毛诗、郑注皆有承袭而以

郑为主，坚持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则，对诗经汉学以史解诗的内容和方法承袭居多而发展较少。

以史解诗特点最为鲜明的《诗序》，直至宋代 欧 阳 修 始 见 质 疑。欧 阳 修、郑 樵 首 倡 其 端，朱 熹、王

质、杨简等发难于后，遂使《诗序》乃至毛诗、郑笺渐为学者舍弃。经学至此一变，在宋儒自出机杼、务

立新义的治诗潮流下，汉儒以史解诗的传统遭到空前责难，其存续几近危殆。在这种学术背景下，吕

祖谦坚守存序、宗毛、申郑的经学立场，承袭了汉以来的诗经学传统，同时也部分吸纳了先达与时贤的

诗学革新理念，以史解诗的同时，注重以诗正史，最终形成了《吕诗》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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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浸润程子经学

吕祖谦宗经守正的经学观念深受二程影响。程颐重视《诗序》，认为：“学《诗》而不求《序》，犹欲入

室而不由户也。……史氏得《诗》，必载其事，然后其义可知，今《小序》之首是也，其下则说《诗》者之词

也。”①在程颐看来，以史事解说《诗》义的《诗序》是治经之正途。这段论述对吕祖谦诗学观念影响极

深，在《吕诗》纲领性的总论篇目《大小序》中，开篇即援引程颐之说以为圭臬，表明了相同的尊序立场。

程颐对《毛诗》推崇有加，将毛公列为自汉至宋上千年来仅有的三位儒者之一：“自汉以来，惟有三

人近儒者气象：大毛公、董仲舒、扬雄。本朝经术最盛，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，使人更不致思。”②

对毛公的盛赞正因《毛诗》，吕柟《二程子钞释》注解此句：“毛诗多依大小序，故得多。”③《诗序》、《毛诗》

解诗同多异少，且皆借重史实，故为程颐所重。

二程虽重视经学，以义理为上，但对史学并不偏废，主张“必使兼治经史”④，并能躬身力行，精研

史书：“先生每读史到一半，便掩卷思量，料其成败，然后却看有不合处，又更精思。”⑤ 于史学中研判义

理，是二程重史学的主要原因：“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，须要识治乱安危、兴废存亡之理。且如读高帝

一纪，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。是亦学也。”⑥这种于史事见义理、由义理观史事的学术

思想，是吕祖谦经史一体观学术思想的来源，也是《吕诗》推重《诗序》的原因之一。

（三）沾溉家学遗泽

吕氏本为经学世家，《宋元学案》计有吕氏七世共十七人见载。《宋史》本传中称：“祖谦之学本之

家庭，有中原文献之传。”⑦吕祖谦伯祖吕本中、父吕大器皆通儒明经，吕本中为二程的再传弟子，其父

吕大器列于《宋元学案》紫薇家学条，为胡程三传弟子。吕祖谦本人虽未能直接受教于吕本中，但其师

林之奇、汪应辰皆为吕本中亲传弟子。吕祖谦对其伯祖吕本中也极为推崇，如《酬上饶徐季益学正》一

诗即有提及：“……嗟予生苦晚，名在 诸 孙 列。拊 头 虽 逮 事，提 耳 未 亲 接。取 善 则 未 周，守 旧 犹 有 说。

同门风雨散，孤学丝桐绝。怀哉五马桥，寒径寻遗屧。”⑧诗中既流露出未能得紫微先生亲炙之憾，更表

达了守护传承家学的自觉意识。由此可知，吕祖谦的学术观念必然受其家学影响，这也使得吕本中与

吕祖谦在经学观点上高度一致。

吕本中于经学极为推崇汉唐先儒：“本中往年每侍前辈先生长者，论当世邪正善恶，是是非非，无

不精尽。至于前辈行事得失，文字工拙，及汉、唐先儒解释经义或有未至，后生敢置议及之者，必作色

痛裁折之曰：‘先儒得失，前辈是非，岂后生所知！’盖前辈专以风节为己任，其于褒贬取予甚严，故其所

立实有过人者。”⑨吕祖谦亦有相似之论，如在写给朱熹的信函中即申明：“诸先生训释，自有先后得失

之异。及汉儒训诂不可轻，此真至论。盖差排牵合，轻议下视之病，学者每每有之，诚当深戒。”⑩ 两人

言辞固有激切与平和之别，但对汉儒前贤的尊崇则如出一辙。

吕本中学问极为广博，除儒家经学外，更出入史学、诸子，如《童蒙训》中即指出：“诚伯叔父明之亦

老儒也，然专读经书，不读子史，以为非圣人之言不足治也。诚伯以为不然，曰：‘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

反说约也。’如不遍览，非博学详说之谓。”瑏瑡《春秋集解》中更直言：“武夷胡氏云：‘旧史灾异与庆祥并

记，故有年、大有年得见于经。若旧史不记，圣人亦不能附益之也。’……圣人因鲁史旧文能立兴王之

新法也，故史文如书笔，经文如化工。尝以是观，非圣人莫能修之，审矣。”瑏瑢吕本中以孔子依鲁史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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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春秋》之例，指出史学对经学有所补益。吕祖谦也有“夫子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……一鲁国之是非，一

隐公之得失，岂大义之所存哉”①的观点。

吕祖谦承传诗经汉学、浸润程子经学、沾溉家学遗泽，最终形成了《吕诗》固守传统的态度、宗经重

史的观念、经史互证的特点，在继承前人经学传统的同时又有所超越。

三

宋代诗经学史中，主张宗毛存序、诗史互证的学者并非吕氏一人，略早于吕祖谦的兰溪范处义，也

是一位传统诗学的坚定维护者。

范处义生平资料留存甚少，多赖其治诗著作《诗补传》而知名于后世。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七存有

范处义小传：“范处义，字子出，婺州兰溪人。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榜同进士出身，治《诗》。”②《宋元学

案》对范处义的师承学问有明确记载，见于《范许诸儒学案序录》“贤良范香溪先生浚”：

　　范处义，字逸斋，香溪先生之族 也。以 进 士 累 官 殿 中 侍 御 史。精 于 经 学，所 著 有《诗 补 传》、

《解颐新语》等书。私淑于蒙斋之门者也。③

范处义于经学中专力于《诗经》，有《诗补传》、《诗地理考》、《诗学》、《解颐新语》、《毛诗明义》等论

著④，除《诗补传》外，皆散佚无存。而《诗补传》与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在《诗》学观点、治《诗》方法以及

《诗》旨解读上十分相似。

范处义在《诗补传·自序》中明确阐释了尊序思想和以史补《诗》的治经方法。他对《诗序》极为推

崇：“《补传》之作，以《诗序》为据，兼取诸家之长……文义有阙，补以《六经》、史传”⑤，明言其诗学著作

以《诗序》为主兼取众说，佐以经史。在经史关系上，范处义认为《诗》本是述史之作：“文中子曰：‘圣人

述史有三焉：述《书》，帝王之制备；述《诗》，兴衰之由显；述《春秋》，邪正之迹明。’信如其说。……苟不

据《序》之所存，亦何自而 见 其 兴 衰 之 由，而 知 其 美 刺 之 当 否 哉？”⑥ 这 与 吕 祖 谦 的 经 史 一 体 观 不 谋 而

合。在具体的治经方法上，两者也同样既以史补《诗》，推敲诗篇义旨，依《诗》立义，以诗正史。经史发

生抵牾，范处义同样主张以经为正：“史与经异，犹当舍史而信经，若史之所缺幸存于经，岂得反疑经而

信史？”⑦

范、吕二人在诗学理念、治经方法上的相同，使两人在解《诗》上也不谋而合，甚至惊人地一致。清

人已注意到两人在《诗》篇解读上的相似，如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卷六《杕杜》下：

　　“嗟行之人，胡不比也？人无兄弟，胡不佽焉？”两“胡不”非望词，乃决词也，言他人决不辅助

我，正见其不如同父也。东莱释此诗谓它人如可恃，则行路之人胡不来相亲比？凡人无兄弟者，

胡不外求佽助？逸斋解此，意亦与吕同，最允当矣。⑧

范、吕二人对诗篇的相同解说绝非一例，另如《黄鸟》篇，两书皆引《左传》文公六年事以证小序，其

治诗理路如出一辙。

范、吕相近相通的诗学观念、方法及解诗案例，是否是参见对方《诗经》学著作的结果？范处义年

长于吕祖谦，但《诗补传》与《吕诗》的成书先后已不可考，但遍考现有史料文献，未见范、吕之间有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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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游。吕祖谦著作中无一言及之，《吕诗》引用收目中也无《诗补传》。范处义为绍兴间（公元１１３１－

１１６２年）进士，《吕诗》刊刻于淳熙九年（１１８２），范氏参照《吕诗》的可能性极小。两书的相近相通当属

学术观点的契合，而这种巧合当与二人同属婺州学人有关。

婺州在南宋时期即有“东南文献之邦”、“小邹鲁”的美誉，早于吕祖谦之前，即有一批知名学者奠

定了金华在浙东的学术地位，如吕本中、潘良贵、范浚等，其中范浚被视作吕祖谦之前的婺学开创者。

戴殿江《金华理学粹编》中论及范浚于金华理学的先导之功：“风气之开，必有其渐。朱子谓自范文正

以来已有好议论，如山东有孙明复、石守道，湖州有胡安定，而周程张邵出焉。吾婺理学之将兴也，亦

然。宋至南迁，异学分驰，香溪先生潜修一室，其学贯串六经，超然自得……使先生外出求师，得与闻

道南一脉，一如何北山之于勉斋也者？则于婺理学之懿不待东莱吕公而始显然。”①王崇炳《金华征献

略·儒学传》中也将范浚列在吕祖谦前，视其为婺学之始②。

由上文所引《宋元学案》可知范处义就学于“蒙斋”之门，而“蒙斋”为范浚从子范端臣之号，范端臣

学于叔父范浚。范浚，字茂明，兰溪人。其人“不近荣利，笃志圣贤之学，以治心养气为本”③。而范浚

学问不从宋儒，自成一家。他 在《答 潘 默 成 书》中 自 言“肤 受 末 学，本 无 传 承，所 自 喜 者，徒 以 师 心 谋

道”④，朱熹谈及范浚也说“初不知从何学，其学甚正”⑤。《宋元学案》以为“然则先生之学，所谓得之遗

经者也”⑥。范浚在学术上并无直接的师承，但归其义旨，当本自传统经学。且翻阅《香溪文集》，范浚

于经史诸子无一不好，其学正如朱熹所论：“所著文辞，多本诸经，而参诸子史。”⑦ 其《诗论》篇更是直

接阐明了经史互见的观点：

　　知《诗》之志与《春秋》不殊旨也。读《长发》而知桀之亡，商之所以兴也；读《大明》而知周之与

纣之所以亡也；读《黍离》而知天下之无王也，读《下泉》而知天下之无贤，方伯也；读《兔爰》而知王

师之败绩也；读《苕之华》而知夷狄之凌中国也；读《角弓》而知中国之为夷狄也。⑧

在范浚看来，《诗经》与以史事见义理的《春秋》并无二旨。而令人惊奇的是吕祖谦有观点甚至句

式都极为相近的表述，如《太史外集》卷五：

　　如看卫文公之诗须知卫之兴，读《王·黍离》之诗须知周之亡。其气象可知大处。⑨

后世学人将范浚、吕祖谦视为婺学之始，前后接随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两人在道统上的相通相近。

而范浚再传弟子范处义与吕祖谦在诗学上共同的尊序守旧、诗史互证特点，与婺学 的 学 术 影 响 密 不

可分。

婺州地处浙中山地，民风朴质，有较重的传统意识，因而学术上宗经尊古。南宋时期北人南迁带

来中原文化，婺州因近邻徽、赣、闽等地，迁客骚人，往来交汇，受其浸渍影响，故形成了博雅通达的特

点。学术上即表现为六经史传、诸子释老，无不通贯。南宋中期婺学开创之初，范浚、吕祖谦的史学偏

好即已极为明显。朱熹曾说：“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。”瑏瑠“浙间学者推尊《史记》，以

为先黄老，后六经，此自是太史谈之学。”瑏瑡 朱熹为强调经学的主流地位而批判婺学好史，这也反映出

婺学自肇始之初即有重史的学术倾向。

对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，宋濂《龙门子凝道记》中曾有论断：“中原文献之传，幸赖此不绝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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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粹然一出于正，稽经以该物理，订史以参事情。古之善学者，亦如是尔！其所以尊古传而不敢轻于

变易，亦有一定之见，未易轻訾也。”①在宋濂看来，婺学有保存文献之功，学术上稽经订史，正是治学之

门径；而其尊古守正的传统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不可轻易非毁。

在婺学博雅通达、尊古守正的学风浸润下，范浚、范处义吕祖谦等皆为中正平和的儒学君子。但

在锐意求真求新的朱熹看来，显然不称其意，故批判婺州学者：“伊川发明道理之后，到得今日，浙中士

君子有一般议论，又费力，只是云不要矫激。遂至于凡事回互，捡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，却笑人慷慨奋

发，以为必陷矫激之祸，此风更不可长。”②措词不可谓不激切。由《吕诗》来看，吕祖谦确乎在汉儒传统

与宋代疑经学风中，回护《诗序》，尊古守旧。但《吕诗》固守传统诗学的同时，亦采摭众儒新说，经史互

证，充分体现了婺学通达博雅的学术特点。朱熹等人在经学上的疑古创新固然有重大意义，但对《诗

经》汉学的全面否定和摒弃显然有失偏颇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对传统诗学的承袭发展，恰恰成为

平衡宋代《诗经》学的另一股力量，使之不致因一味疑经改经而走向极端，同时为后世《诗经》研究的全

面发展存续了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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